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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 M5“吴侯”小考 

常泽宇
1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 要】：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 M1、M5墓主被发掘者推定为孙吴宗室成员，但这一观点并无坚实证据。综合现

场发掘情况与相关文献史料分析，M5文字砖所见的“吴侯”当指都亭侯吴纂，属“姓氏+侯”类爵称，而 M1墓主也

绝非孙策，不排除其与 M5墓主分别来自前后不同家族的可能。 

【关键词】：苏州 孙吴 墓葬 吴侯 吴纂 

【中图分类号】：K871.42【文献标识码】：Ａ 

2016—2018年，江苏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发掘了四座三国孙吴时期的砖室墓（M1、M2、M5、M8)1。其中，

位于土墩中部的 M5出土了“建兴二年”（253年）纪年砖、“吴侯”文字砖等，无疑是标识 M5墓葬年代及墓主身份的重要信息
2。 

简报首先指出 M5所在的苏州市在汉六朝时期为吴县，新村土墩亦曾出土过载有“吴天之墩”的南宋墓志，且“吴侯”系孙

吴时期一个具有明确指向意义的重要封号，故 M5 墓主应是一位封于吴县的孙吴宗室成员。又据开口层位知 M5 晚于土墩中部偏

东的 M1，两者位置关系非常密切，加之墓砖的尺寸、砌筑方式均较为接近，所以 M5 墓主很可能是 M1 墓主的晚辈。发掘者还结

合 M5曾遭毁墓、“建兴二年”纪年砖等因素，推断 M5墓主即《三国志》所载的吴侯孙绍，并将“吴天之墩”解作“吴天子墩”，

进而认为孙吴政权内能称得上“吴天子”且与 M1墓葬发掘情况相对应者，只有孙策“高度相似”3。 

笔者认为发掘者的系列论说看似圆通合理，实则证据链条草率牵强，尤其是将“吴侯”文字砖之“吴”视作地名，将“吴天

之墩”解为“吴天子墩”，不免有曲解附会之嫌，难以令人信服。 

检《三国志》所见“吴侯”者凡五： 

1.孙策。孙策于东汉建安三年（198年）被曹操表奏为讨逆将军，封吴侯，建安五年（200年）遇刺身亡 4，与 M5之“吴侯”

在年代上相差较远，显然可以排除。至于 M1墓主是否可推定为孙策，后文会有专论，此不赘述。 

2.孙绍。孙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封孙策子绍为吴侯，后改封上虞侯，孙绍再传子奉，至孙皓时被诛 5。孙绍徙封，即

使不葬于上虞（今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也不当在吴县。 

3.孙英。孙吴赤乌四年（241年），孙权封孙登次子英为吴侯 6。孙吴五凤元年（254年）秋，孙英因谋杀权臣孙峻事泄，自

杀国除 7。家人依礼收葬孙英于吴县的可能性似乎很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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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基。五凤中，封孙霸子基为吴侯。264年孙皓即位，“追和、霸旧隙，削基、壹爵土，与祖母谢姬俱徙会稽乌伤县”9。

孙基遭孙皓贬斥，当葬于乌伤（今浙江义乌市）。 

5.孙壹。曹魏甘露二年（257年）六月，曹魏封前来归降的吴宗室孙壹为吴侯。四年冬，孙壹被杀 10。孙壹入魏，当葬于北

方。 

通过对以上五位吴侯的生平梳理可知，将 M5墓主推定为孙吴宗室成员，证据并不坚实。 

“地名+侯”类称谓一般见于诏书、策命、奏疏等各类官文书之中，如“唯长安侯祜质性忠孝”11、“大将军邺侯袁绍”12等

例，而目前考古所见的汉晋文字砖用例，则均属“姓氏+侯”类称谓格式。 

如安徽亳州东汉董园 M1 的“为曹侯作壁”13、南京江宁孙吴天册元年（275 年）倪氏家族墓的“兒（倪）侯”14、江苏吴县

张陵山六朝张氏家族墓的“张侯”15、江西赣江新区七星堆孙吴周氏家族墓地的“周侯”16、安徽凤台西晋“马计君”墓的“马

侯”17、河南洛阳朱仓西晋 M63 的“朱侯”18、湖北枝江拽车庙东晋永和元年（345 年）墓的“刘侯”19、湖北公安冢子堆东晋墓

的“喻侯”
20
以及湖南汉寿东晋咸康三年（337年）龚道安墓的“龚侯”

21
。其中，董园 M1墓主据考为东汉费亭侯曹嵩，而张陵

山 M4墓主系东晋兴道侯张镇。 

事实上，已有学者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侯爵称谓倾向于使用受封者姓氏 22。笔者爬梳史籍后也发现东汉三国时期“姓

氏+侯”类爵称 19例，兹整理成表一 23。 

表一中除刘辩、刘协、曹操属特例，刘寔及雍闿之父不详侯名以外，其余 14例均具有列侯身份，且文献载之甚明。“姓氏

+侯”是这一时期习见的列侯表敬称谓格式，不仅广泛使用于如“曹侯”（墓道及墓砖）、“谯侯”（颂）、“周侯”（墓砖）之

类的官方或礼仪场合，也频见于如“蔡侯纸”“贾侯渠”“杜侯”“滕侯”等民间或非正式场合。因此，M5 文字砖之“吴侯”

恐怕也不出“姓氏+侯”称谓之例。 

翻检史籍中的孙吴吴姓列侯，恰好有一位本贯吴县且与 M5墓主信息颇为吻合之人——吴纂。据《三国志》载，孙坚之吴夫

人家本吴县，后徙钱唐，其弟即丹杨太守吴景。建安八年（203 年），景卒官，孙权拜景子奋为吴郡都督，封新亭侯，传子安，

后坐鲁王党被诛。奋弟祺，封都亭侯，传子纂，纂妻系滕胤之女。256年孙綝夷滕胤三族，吴纂夫妇遇害 24。 

首先，吴景本贯吴县，其子奋又任吴郡都督，吴氏一族与吴县的关系可谓相当密切，不排除吴氏族人归葬于吴县的可能性
25
。

其次，吴纂袭封都亭侯，其墓砖模印“吴侯”二字，符合汉晋侯爵称谓之俗。再次，由“建兴二年”纪年砖可推知 M5营建于 253

年前后，而吴纂卒于 256年，这与 M5的时代基本相符。吴纂夫妇遇害后恐未能依礼安葬，至 258年孙休下诏平反，“诏诸葛恪、

滕胤、吕据等并无罪见者，并宜改葬，追赠其家，复其田宅”26，吴纂夫妇当在此时改葬于预先营建的吴县寿冢。其后，吴纂墓

遭遇浩劫，仅残存发掘时所见的青瓷钵、金环等零星遗物，至于何时何人因何缘由已不可考。 

关于 M1墓主的问题，简报指出以下两点：M1“第一次盗扰当在进行合葬之前”27、“M5建造年代当与 M1合葬年代相近”28，

也就是说 M1 在约 253 年之前即遭盗发。如果 M1 墓主确系孙策，很难想象有人胆敢在孙吴政权如日中天之时盗发位于孙吴统治

重心的孙策墓，且在 229—241年间孙策子孙绍就被封于吴县。孙氏先祖葬于富春（今杭州市富阳区）
29
，孙坚夫妇葬于曲阿（今

江苏丹阳市）“高陵”30，目前仅据孙策薨时，周瑜、吕范奔丧至吴的记载 31，尚不足以断定孙策葬于吴县。笔者较为赞同王志

高等学者的意见，孙策的长沙桓王陵应在今马鞍山市采石一带找寻 32。 

诚然，M1 规制之宏大，丝毫不逊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发掘的虎丘黑松林土墩 M433，在苏州地区目前发现的同时期墓葬中无出

其右。简报已将其与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相比较，进而暗示出墓主等级之高。但是，韦正也提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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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注意在长江下游六朝墓研究中，“墓室规模与数量不总是一个可靠的标准，身份相近者的墓葬规模有时也相差甚远”，以至

于依靠现有材料尚无法直接归纳出该地区官吏与庶民在墓葬规格上的差异 34。 

另外，如依上文笔者对 M5 墓主的考证意见，M1 墓主似可推断为吴纂父祖辈人物，但是，M1、M2、M8 三墓朝向均为正北，

M5、M6两墓朝向均为 172°。平面图上 M5与 M1存在的朝向偏差一目了然，墓主分别来自前后不同家族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 

最后，还要附带指出的是，载有“吴天之墩”的南宋墓志已然暗示出虎丘路新村土墩与吴姓家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吴天之墩”即“吴天墩”，正是典型的名实相符的派生姓氏类小地名。类似地名如亳州东汉曹氏家族墓所在的“曹家孤堆”35、

江宁孙吴倪氏家族墓地近旁的“倪塘”36、江宁上坊孙吴宗室墓所在的“孙家坟”37、吴县六朝张氏家族墓地所在的“张陵山”38

以及宜兴西晋周氏家族墓地所在的“周墓墩”
39
等。发掘者不察，反将虎丘路新村土墩附会为埋葬有孙策的“吴天子墩”

40
。事

实上，孙策始终不在吴天子序列之内，孙权称帝后仅将其兄追封为“长沙桓王”41即是明证。 

注释： 

1[1]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 M1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9年第 6期。 

2[2]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 M5 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0 年第 6 期。另，张今据残笔

补释出 M5砖︰8“凤”下的“皇”字，并将之视作末帝孙皓年号的“凤凰”，参氏著：《建康、三吴地区出土六朝砖铭研究》，南

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 年。笔者赞同“皇”字的补释意见，但还应注意的是，凤凰乃汉晋符瑞之大端，在出土文献中也较

为常见：山东沂南鲍宅山西汉“凤凰”刻石、尹湾汉简《神乌赋》“凤皇（凰）孤而高羊（翔）”、山东苍山元嘉画像石墓题记

以及相关东汉镜铭材料，分见 a.彭作飚、赵学波：《有纪年最早之画像——沂南鲍宅山凤凰画像题字》，《东方艺术》2011年第 16

期；b.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 1997年，第 149页；c.毛远明编著：《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 1册），线

装书局 2009年，第 173-175页；d.孔祥星、刘一曼、鹏宇：《中国铜镜图典（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第 371、393

页；e.王纲怀：《汉镜铭文图集》下册，中西书局 2016年，第 443页。因此，仅就目前简报中发表的两例含“凤”字的刻划文字

砖，尚不足以断定其为年号。 

3[3]a.吴楠整理：《20多项重要考古发现：多视角展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真实面貌——“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新发现”交流

报告会在南京召开》，[EB/OL][2021-12-27][2022-01-03]http：//arch.cssn.cn/kgx/xccz/202112/t20211227_5385220.shtml;b.

张铁军、朱晋訸：《苏州虎丘路孙吴墓及墓主身份考证》，《大众考古》2021年第 12期。另，M1系孙吴宗室墓葬的看法得到了部

分学者的认同，可参王音：《曹魏、孙吴墓葬比较研究——以宗室墓为中心》，《中原文物》2021年第 3期。 

4[4]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孙策传》，中华书局 1959年，第 1108-1109页。 

5[5]同[4]，卷四十六《吴书·孙策传》，第 1112页。 

6[6]同[4]，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第 1144页。 

7[7]a.同[4]，卷五十九《吴书·孙登传》，第 1366页；b.同[4]，卷六十四《吴书·孙峻传》，第 1445页；c.同[4]，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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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孙权次女鲁育公主遭孙峻诛杀后，“埋于石子岗”，直至元兴元年（264 年）冬十月方以礼改葬。另据《搜神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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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 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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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2014年第 2期。 

23[23]a.同[11]，卷十《皇后纪下·灵思何皇后》，第 449页；b.同[11]，卷二十六《伏湛传》，第 898页；c.同[11]，卷三

十二《樊鯈传》，第 1125 页；d.同[11]，卷三十七《桓荣传》，第 1251 页；e.同[11]，卷七十八《蔡伦传》，第 2513 页；f.同

[4]，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第 32页；g.同[4]，卷十二《魏书·何夔传》注引《晋诸公赞》，第 382页；h.

同[4]，卷十五《魏书·贾逵传》，第 482 页；i.同[4]，卷二十八《魏书·诸葛诞传》注引《魏氏春秋》，第 769 页；j.同[4]，

卷二十九《魏书·管辂传》案，第 828页；k.同[4]，卷三十五《蜀书·诸葛瞻传》，第 932页；l.同[4]，卷四十《蜀书·廖立

传》，第 997页；m.同[4]，卷四十二《蜀书·谯周传》注引《益部耆旧传》，第 1033页；n.同[4]，卷四十三《蜀书·吕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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